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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智慧治水是一种“智慧+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由于公众参与缺失，智慧治水服务与社会公众

诉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未达到水环境治理的预期效果，公众参与意愿与实际行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研究基于

浙江“五水共治”的社会调查，运用多元 Logistic 模型从个人、家庭、职业和社区四个行为环境特征，实证分析了

智慧治水背景下的社会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通过智慧治水和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来全

面实现水环境智慧治理的共享机制。结果表明：(1)公众文化程度越高，对智慧治水信息化平台建设支持率越高，参

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也会越强烈，公众参与度也会增加；(2)家庭用水依赖度、家庭信息服务消费指数对公众参与水

环境治理的影响成正比，而家庭居住环境与公众参与意愿却成反比；(3)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等网络化程

度更高的职业是公众参与智慧治水的主要社会力量；(4)社区经济水平与公众参与成反比，社区智慧治水的信息传

播方式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较大，但实际参与行为并不明显。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主导的智慧治水多元主

体协同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加大政府激励政策，努力开发公众参与意愿，全面推进智慧治水平台建设，促进公众

参与的途径和方式方法，保障公众参与水环境智慧治理的激励公平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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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治水在“智慧城市”和“智慧地球”理念的引导下应运而生，它不仅承载着中国信息化社会发展中“绿色管理、环境

治理、生态文明”的历史使命，还对改善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智慧环境，提升水资源的使用效率，推进智慧城市向“低碳、绿色、

和谐”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及“网络强国”的

战略思想，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积极践行社会经济信息化发展理念，全面推动以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的智慧治水模式，

浙江省继而也开展了以“防洪除涝、集中供水、排水治污、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等一系列“五水共治”项目的建设与运维

体系，对改善城市供水稳定、达标排放、有效监督等水环境的智慧治理起到了重要示范作用[1]。随着我国数字化赋能的“治水”

变“智水”及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智慧水务平台，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

渠道和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部分地区在智慧水务平台建设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如浙江省深入贯彻落实“河长制”、

“环保码”等智慧治水数字化模式，会同水务、环保、农业等单位和各街道针对水污染治理情况进行智慧会商，并在城市每个河

道排水口安装标识牌，通过河长乃至市民扫二维码，就能全景式地了解河道排水口上、下游排污情况，实时监控水情，让全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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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水成为现实。智慧治水不仅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提供了便携途径，也为政府管理部门的治水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 

目前我国的智慧治水还处于摸索阶段，人们对其核心理念和关键因素尚未形成共识，理论研究相对缺乏。智慧治水本身从理

念上来说，指一种“智慧+合作治理”的新型管理模式，然而合作治理中的公众缺失导致现行的智慧治水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

“重技术，轻应用，重智慧，轻合作”等单纯依赖先进技术手段的思想偏向，智慧治水的社会需求也被严重忽视，最终导致了智

慧治水与社会公众诉求之间的差距，智慧治水的信息共享机制还未完全实现。杨明祥等[3]认为构建一种更加精细化、智慧化的城

市水务政务管理、业务经营、民生服务系统，有利于智慧治水的长远发展。张世滨[4]认为智慧治水与水务信息化不同，它是一种

全方位的智能化水务管理系统，应以智慧化管理模式为基础。王玉良等[5]提出智慧治水服务的公众参与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

作与共建。顾萍等[6]从参与者、模式、理念这三个维度论述了社会参与治水机制的创新实践，在参与过程中形成了法律、政策、

道德三维度协同的治理模式，构建了现代水务系统中社会参与的全新内涵，有利于实现共治共享的社会参与形式。王俊豪等
[7]
通

过水治理股权契约实现了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合作，但至今未见学者对智慧治理背景下的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合作困境、培育

公共精神等公众参与行为等问题进行规范性研究。 

国外学者对水务信息化的公众参与及公私合营有过相关研究，KulkarniP 等[8]提出采用数字排水技术等“智慧水务”方法，

在水务信息的共享、收费、版权保护方面保证了“完全和公开”的信息共享，保障了市场投资者的利益；Caragliu 等
[9]
在数据分

析的基础上得出智慧城市中环境质量、教育管理等方面信息技术的充分利用可以对水环境治理有明显的推动作用。Smart Feature 

Initiative 智能研究院专家 Noebert 等[10]提出智慧城市的水务建设需要研究不同人群的需求，明确其目的。Ntuli 等[11]认为现

阶段公众参与水资源信息化管理将会进一步提高治水的总效率和总效果；Wang 等[12]认为传统的不可持续的水资源治理方式己经

不能适应新技术的要求，智慧治水无疑对水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证研究中，Zhu 等[13]认为公众

参与机制在环境立法中至关重要，有利于平衡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实现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参与。Ruiz-Villaverde 等[14]认为公

众和利益相关者是参与水资源治理的关键因素，试图寻找成功的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创新模式，并提出公众参与的主要限制

与困难需要协同治理来实现。 

本研究以浙江省为例，依据公众参与“五水共治”等智慧治水项目的调查问卷及访谈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

析了智慧治水背景下的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智慧治水科技改进和公众有效参与的多元主体协

同治理模式，真正把握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水环境治理的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设置一些社会公众和水务企业能够共同参与的智

慧项目，促进智慧治水和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完善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共建共享多元治水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水环境的

治理效率以及实现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可以通过智慧水务平台有效地促进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全面实现水务管

理数字化、智能化、规范化，为解决和克服信息孤岛等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1 调查设计和研究方法 

1.1 调查设计 

浙江作为智慧城市试点之一的示范省区，多个区县已被列入国家重点发展区域，且在智慧治水的“五水共治”1项目实践中

取得了一定成效[15,16]。课题组与浙江省“五水共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及治水施工企业等多家单位进行访谈，

在了解以“五水共治”为代表的智慧治水项目的基础上，搜集已有智慧治水相关数据，对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建德市、台州三

门县、温州鹿城区、金华市兰溪县以及丽水龙泉市等6个县市 32个社区的公民进行了“五水共治”等智慧治水项目的实地调查。

调查时间从 2020 年 7月至2020 年 12月，历时 6个月，期间共发放问卷 436 份，剔除未听说过“五水共治”项目以及问题回答

前后矛盾或数据明显错误等无效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共388份，有效率达 88.99%。问卷内容涉及被调查者人口学基本特征外，

包括户口所在地、就业与经济状况、智慧水务平台建设、社区智慧环境及治水满意度等相关内容，调研设计框架如图 1所示。在

考虑人口流动性及职业类型的前提下展开，被调查者对“五水共治”内涵的了解程度反映了“五水共治”信息化推广程度，“五

水共治”的社区文化建设体现了信息化平台的支持情况，公众对于“五水共治”的参与方式说明了信息化平台的应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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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调查分析框架图 

1.2 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通过 388 份有效问卷的整理与归纳，对调查群体的公众参与治水的特征指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调查样本基本情

况如表 1所示。 

1.2.1“五水共治”内涵与信息化推广程度 

在“五水共治”的内涵及其信息化推广方面，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五水共治”内涵“了解一点”的比例为

66.12%,“比较了解”、“听说但不了解”和“一点不了解”的分别为 14.81%、7.15%和 7.54%,“非常了解”占到了 4.53%。年

龄和学历水平不同的公众对“五水共治”内涵的认知度产生了明显差异，从学历上看，对“五水共治”了解程度最高的是具有

“专科或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公众，从年龄段上看，18～30 岁的公众了解“五水共治”内涵信息的比例明显高于

其他年龄段人群。根据 2017～2020年的《浙江统计年鉴》人口数据可知，受访人员男女比例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次调

查统计上也得到了验证。在“五水共治”本身概念的把握上，56%的公众能够知道“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

的准确“五水”含义，仍有 38.82%受访者听说过该口号宣传但不了解其意。与此同时，我们对当地已建成智慧治水 APP 及“五

水共治”公众号、智慧治水平台的社会推广也做了相应调查，结合水利部门发行的治水公众号关注程度和 APP 下载数据显示，水

务行业及政府管理人员参与度比较高，达到了 80%,社区居民及其他行业的企业人员对“五水共治”信息化平台使用和推广方式

也都表示强烈支持，但实际下载或使用的参与度极低，仅为8%,可见浙江省“五水共治”智慧治水平台的社会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表 1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个体特征 人数 百分比(%) 个体特征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222 57.17 

学历 

初中及以下 80 20.53 

女 166 42.83 高中 117 30.26 

年龄 

18 岁以下 15 3.88 专科或本科 171 44.19 

18～30岁 155 39.91 研究生及以上 20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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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5岁 79 20.42 

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 83 21.39 

46～60岁 75 19.26 自由职业(个体) 43 11.08 

60 岁以上 64 16.53 商业、服务业 73 18.81 

户口所在地 

调查区(本地) 251 64.75 水务行业 37 9.54 

浙江其他城市 65 16.78 待业 24 6.19 

其他省 72 18.47 其他 128 32.99 

 

1.2.2“五水共治”文化建设与信息化平台支持率 

在“五水共治与居民智慧生活关联”的认知调查中，调查结果的方差分析显示，有 82.23%的公众认为政府主导的“五水共

治”项目与他们的智慧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在社区智慧治水的文化建设中，有 56.23%的受访者对“五水共治”的社区文化传播

表示“非常满意”,仅有0.52%的被访者表示“不满意”,而“比较满意”、“无所谓”、“不太满意”的被访者分别占了35.20%、

7.02%和 1.03%,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社区治水文化建设与居民智慧生活关联程度存在双侧显著正相关，说明加强社区文化建

设、提高城市智慧治水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支持率，对公众智慧生活环境的影响非常大，说明社区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智

慧治水项目的社会推广和有效实施，同时加强水环境治理数据的公开与透明，更能有效地提高公众参与“五水共治”项目活动

的积极性。在“五水共治”的智慧治水平台实施效果调查中，超过半数(65.73%)受访者认可“五水共治”项目的实施，但仍有

34.27%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或不认可，但在对“五水共治”建设的意义选填中，又有 88.40%的公众对智慧治水平台建设表示非

常支持和期望(图 2)。说明相当一部分公众对“五水共治”项目仍心存顾虑，还没有真正发挥民众、传媒的监督作用，可见，将

“政府治水”变为“全民治水”,让社会公众真正在水环境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智慧治水势在必行。 

1.2.3“五水共治”公众参与方式与信息化平台应用 

公众参与治水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半数(73.2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通过扫码或下载 APP 等智慧治水平台参与“五水

共治”的监督和管理，仍有相当一部分的被访者(25.63%)选择无所谓，这其中还将近还有 80%的公众认为水务信息公开和参与方

式有限所致。在公众参与方式调查中，70%认为最直接便捷的参与方式是自我行为约束，节约用水和不乱排污水，20%的人认为除

自我约束外，还应组织参与各类公益治水活动和志愿者服务，10%左右的受访者愿意以募捐形式参与“五水共治”的活动。在智

慧治水平台建设及推广应用调查中，32.43%的受访者实现了手机关注及 APP 下载或扫描二维码等信息化方式参与“五水共治”

智慧治水项目，但在公众参与意愿调查中显示(图 3),以个人方式愿意主动参与占到了 40.91%,有偿参与为 20.79%,被动参与为

18.30%,不参与 20%。其中被动参与中 80%的社会公众表示因工作压力大没有时间参与，还有 20%的公众直接表示根本不愿参与。

在数据统计分析中，研究也发现公众参与意愿和他们的实际参与行为也存在着明显差异，但能否通过智慧治水平台建设提供公

众更有效的参与渠道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和验证。 

1.2.4 人口流动性对公众参与“五水共治”的意愿调查 

浙江省外来人口较多，人口流动性比较大，自2014年政府在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来，“五水共治”对保

障城市供水稳定，改善水环境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调查问卷采用户口所在地与社会公众参与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浙江省

内户口所在地居民对“五水共治”项目的重要性认知及信息把握程度明显高于外省流动人员。从整体上看，无论户口特征如何，

所有被访者对“五水共治”实施效果的期望值都表现出较高的期望及参与意愿，“非常期待”和“期待”共占比例超过了半数

以上，分别为 40.21%和 25.52%,只有 3.35%的被访者“不看好”,还有30.92%表示“无所谓”。但在显著性水平α=0.05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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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皮尔森卡方检验 p 值为 0.724,户口所在地指标对“五水共治”项目的实施效果影响不显著，公众治水的期望值与治水行为

明显不一致，公众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图 2“五水共治”及其智慧治水平台建设的支持率调查 

 

图 3“五水共治”的公众参与意愿调查结果 

1.2.5 职业类型对公众参与“五水共治”意愿的影响 

调查主体的职业类型包括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自由职业或创业者、待业及水务行业等，其中水务行业是指除去在政府或

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水务工作的人员，因其行业特殊性，在职业分类中单独列出。根据职业分布情况，公众愿意参与“五水共治”

中的水务行业人员比例最高，达到了 45.72%,主要是水务行业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其次是政府机关人员为38.27%,而待业人员对

“五水共治”的关注度最低，只有 8.23%,导致其参与意愿也相对偏低，更有甚者直接表达不愿意参与的主要来自于自由职业者。

显然就不同的职业而言，公众参与意愿的选择必定有所不同。 

1.3 研究方法 

1.3.1Logistic 回归模型 

公众参与意愿反映社会公众参与“五水共治”的可能性，而参与行为则是反映社会公众实际参与治水的决策，两者通常表

现为有意愿参与和无意愿参与，都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具有二分性的因变量，最终包括参与或者不参与的实际行为，研究采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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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概率模型进行相关分析[17,18]。在非线性模型的选择上，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来研究“是否参与”二维定性变量与其影响因

素之间关系能取得较客观、有效的结果[19,20]。 

1.3.2 变量选择 

本研究采用多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合实证分析公众参与的主要因素，模型拟合效果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回归系数采

用 Wald 统计量检验，Wald 检验值越大，则自变量的影响效果越显著，公众参与的理论模型(1)如下： 

 

式中：Xi 是自变量(i≥1),Y 指的是公众是否参与“五水共治”的意愿。Y 是变量 X1,X2,…Xn 的线性组合，即

Y=β0+β1X1+β2X2+…+βnXn+ε,当 Y=0 表示公众不愿意参与，反之，Y=1表示公众愿意参与。β0是常数项，βi表示第 i个影响公

众参与“五水共治”的自变量系数，即对应的 Xi回归系数(i≥1);ε是随机扰动项，Pi表示公众参与“五水共治”的概率，其区

间范围为(0,1),P 值越大，表示公众参与意愿越高。将公众参与概率 Pi与不参与的概率 1-Pi相比，得到的比值 Pi/(1-Pi),取自然

对数 Ln[Pi/(1-Pi)],称作对 P做 Logit 的转换，记做 LogitP,可得到理论模型(2)。 

 

浙江省“五水共治”项目的调查数据显示，公众对“五水共治”的认知度及其参与方式、参与渠道等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性，不仅存在个人层面、组织层面，还存在着社区层面的管理问题，但就“五水共治”智慧治水平台而言，大部分县市建设时期

不长，公众能够感受的效果尚不明显，若将智慧技术嵌入到公众参与的各个层面，拓宽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渠道，从而初步推测

出智慧技术嵌入与公众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其参与预期如表2所示，“+”代表着该变量与参与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代

表该变量与参与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研究采用2020 年 7～12月调研的 388 个有效样本，对公众参与“五水共治”智慧治水项

目的意愿、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模型如(3)所示。其中，模型的解释变量依据调查情况及相关文献将其分为个人

特征、家庭特征、职业特征和所在社区特征 4个方面[21,22,23,24],变量说明见表 2。 

 

表 2模型解释变量分类及说明 

 变量名称 赋值 平均值 参与 不参与 预期 

参与意愿 参与意愿 Y 1=参与；0=不参与 0.63 0.71 0.29  

个人特征 文化程度 X11 
1=初中及以下；2=高中；3=专科 

或本科；4=研究生及以上 
2.74 3.21 1.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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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平台熟悉度①X12 1=熟练；2=一般；0=生疏 1.17 1.38 0.56 + 

户口特征 X13 1=本市；2=省内其他县市；3=外省 0.61 0.77 0.23 + 

家庭特征 

家庭居住环境 X21 1=高档小区；2=中档小区；3=低档小区 2.74 2.82 1.79 - 

家庭用水依赖度 X22 水费支出元/年 523.82 862.51 381.33 + 

家庭信息化服务消费指数 X23 信息服务费/年生活支出(%) 0.09 0.13 0.06 + 

职业特征 

企业雇佣比例 X31 企业人员占调查总体的比重(%) 34.72 66.4 36.83 -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 

水务行业职工占比 X32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 

职工占调查总体比重(%) 
25.33 52.32 12.46 + 

职业网络化程度 X33 信息网络应用时间占比(%) 80.00 82.63 32.25 + 

社区特征 

周围人参与治水比例 X41 1=比例很少；2=比例中等；3=比例很大 2.03 2.89 1.62 + 

所在社区经济是否发达②X42 1=是；0=否 0.68 0.89 0.66 - 

社区治水信息传播方式 X43 1=网络；2=电视广播；3=纸质单 1.92 1.86 3.25 + 

 

注：①公众对智慧治水的信息化平台了解和认识程度，可以通过时间数列及动态分析法对其进行测试，详见实证分析部分.②

经济发达程度是根据被调查所在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把所在社区人均 GDP 水平高于调查样本平均水平以上，列为相对经济发

达地区，其余为相对经济不发达地区. 

2 结果与分析 

2.1 模型检验 

从表 3的模型预测准确性来看，公众参与的预测准确率为 89.82%,不参与的预测准确率为77.37%,说明模型整体预测效果相

对较好，进一步支持了研究选择 Logistic模型的准确性。 

表 3 Logistic模型预测效果 

 

是否参与“五水共治”的管理活动 

预测准确率(%) 

参与 不参与 

参与 247 28 89.82 

不参与 37 76 77.37 

总计 284 104 81.75 

 

从表 4社会公众是否参与“五水共治”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整体有效性和拟合优度的检验来看，最佳估计方法是极大似然



 

 8 

估计法(-2Log likelihood)。模型的整体拟合结果显示极大似然估计值为 81.67,Nagelkerke R2为 0.55,P 值为 0.005,说明模型

整体拟合效果尚好，模型的估计结果与所调查的数据相拟合。 

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用 SPSS统计软件对Logistic模型作 Wald 概率统计并选择多元向后逐步法：(1)在回归方程中引入所有的自变量；(2)对

回归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当存在一个或多个 t检验值不显著的变量，剔除 t值最小的那个变量；(3)重新拟合回归方程后重复

步骤(2),直到方程中变量回归系数的 t值基本显著时终止；(4)输出运行结果，见表5。 

表 4整体有效性和拟合优度的检验 

检验名称 检验结果 

-2Log likelihood 67.68(P=0.0000) 

Chi-square 81.67 

Nagelkerke R2 0.55(P=0.005) 

 

2.2.1 个人特征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程度(X11)变量在 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表明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社会公众

的文化程度越高，“五水共治”的参与意愿就会越强烈，这与调查结果的预期推测是一致的。即个人文化程度越高，了解的“五

水共治”信息越多，公众参与意愿越强烈。信息化平台熟悉度(X12)在 1%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使用智慧治水平台的频率越高，那么参与“五水共治”的行为结果也就越高，这与实际调查情况一

致；同时公众对智慧治水的信息化平台支持率越高，接收公开水务信息频率也越高，对“五水共治”理念的理解和支持率也就越

高。户口特征(X13)虽然也是影响公众参与治水的一个因素，但是其作用效果不显著，说明了人们不论处于哪一个省份其参与治水

意愿都会很高，但实际参与行为受到环境的影响较高，这一结论与预期推测一致，说明我国智慧治水项目发展在全国百姓中还是

得到了普遍认可。 

表 5公众参与“五水共治”的影响因素及其 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Wald 值 自由度 显著水平 Exp(B)值 C 

 β0 0.269 0.745 0.130 1 0.718 1.309 -7.320 

个人特征 

文化程度 X11 0.886*** 0.115 59.025 1 0.000 2.426 0.663 

信息化平台熟悉度 X12 0.324
***
 0.144 0.788 1 0.000 0.357 0.235 

户口特征 X13 1.355 0.753 16.340 1 0.721 23.145 1.120 

家庭特征 

家庭居住环境 X21 -4.304*** 0.771 31.206 1 0.000 0.014 -0.664 

家庭用水依赖度 X22 0.157*** 0.019 5.352 1 0.011 0.018 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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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信息化服务消费指数 X23 2.342*** 0.655 26.055 1 0.000 28.268 3.147 

职业特征 

企业雇佣比例 X31 -0.200 0.134 1.472 1 0.135 0.819 -0.340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 

水务行业职工占比 X32 
0.473*** 0.339 2.355 1 0.032 3.912 0.332 

职业网络化程度 X33 0.378*** 0.275 0.451 1 0.000 1.239 0.172 

社区特征 

周围人参与治水比例 X41 -0.266** 0.219 2.238 1 0.025 0.767 -1.054 

所在社区经济是否发达 X42 -0.351** 0.785 1.627 1 0.031 1.522 -0.182 

社区治水信息传播方式 X43 0.434*** 0.010 2.110 1 0.384 0.189 0.097 

 对数似然值 67.680 

 Nagelkerke R2 0.549 

 

注：标准化回归系数 C是消除了自变量量纲影响的回归系数；LR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此处它符合混合卡方分布，*,**,***分

别在 10%,5%,1%水平下显著. 

2.2.2 家庭特征 

从模型运行结果来看，家庭居住环境在 1%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为负。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

居住环境(X21)越差，公众参与“五水共治”的意愿反而越强。这一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其主要原因是家庭居住环境较差的公

众，越希望加入到“五水共治”项目中进行监督和管理，通过改善居住环境来提高自身的健康安全水平。家庭用水依赖度(X22)统

计检验在 1%水平上显著，而且系数符号为正值，说明家庭用水依赖度与参与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与实际调查情况一致。

研究根据家庭用水量来判断家庭用水依赖程度，用水量越多的家庭，对水的质量关注度越高，相比而言也会有更大的意愿参与

“五水共治”来保障自身用水安全。Logistic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信息化服务消费指数(X23)在 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符号

为正，家庭人员对信息服务费用支出越多，通过互联网平台接收“五水共治”信息就会更多，也能更全面地了解当前水资源环境

问题，理解水资源稀缺及污水治理的重要性，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参与意愿。可见，公众若能够熟练地使用信息化平台对治水进行

监督和管理，不仅能够通过更广泛渠道积极参与治水，而且还能够促进各类治水项目的普及与推广。 

2.2.3 职业特征 

浙江属于互联网发展较为迅速的省份，其工作环境大都与互联网相关，公众在此环境下接收到“五水共治”信息渠道也是

多种多样。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大多数人因工作压力而减弱了参与治水的行为，因此根据模型的运行结果分析，这与调查结果并

不相符，其中企业人员雇佣比例(X31)对公众参与“五水共治”行为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效果不够显著，说明企业人员雇佣比例

(X31)并不是影响公众参与“五水共治”的主要职业因素。相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职工占比(X32)变量系数在 1%统计

检验水平上显著，其系数符号为正值，参与“五水共治”积极性最高。同时，水务行业职工的工作性质也促使其对“五水共治”

信息推广的关注。此外，公众职业网络化程度(X33)在 1%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值，说明职业网络化程度是一项重

要的参与因素。在信息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很多公众的工作已与互联网密不可分，工作中通过互联网接收到的治水信息

也就越多，这种职业也将会进一步推动我国智慧治水事业的发展。 

2.2.4 社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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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访谈中，本文采用被访者周围人参与“五水共治”的比例以及所在社区经济发展水平来描述社区特征。从模型结果

来看，社会公众周围人参与“五水共治”的比例(X41)在 5%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负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社区周围人参与“五水共治”的比例越高，该个体参与“五水共治”的意愿反而越弱，充分体现了经济学中的“搭便车”行为，

即周围人参与“五水共治”的比例越高，那么该个体会觉得自身参与行为对整体参与效果的影响并不大，从而放弃自身的参与

行为，享受集体带来的收益。所在社区经济是否发达(X42)对公众参与“五水共治”也有重要的影响，所在社区经济是否发达这一

变量系数在 5%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其系数符号为负值，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区经济越发达，人们参与治水的意愿

越低。经济发展好的地区，当地政府会采用地方财政支持“五水共治”项目的实施，从而导致个体参与度不高。反之，经济薄弱

地区，个人参与却显得尤为重要，参与度相对也会比较高。社区治水信息传播方式(X43)对于公众参与“五水共治”的影响最大。 

2.3 稳健性检验 

为使研究更具有科学性，本文对上述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验证智慧治水、公众参与对水环境治理影

响，同时智慧治水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的共同影响，因此为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 Logistic、

OLS 回归的基础上加入 GMM 估计并进行 Hausman 检验，使用稳健性 OLS 模型检验社会公众特征对其参与“五水共治”意愿的影

响，具体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Logistic OLS GMM 

个人特征 

文化程度 X11 0.886
***
 0.784

***
 0.784

***
 

信息化平台熟悉度 X12 0.324*** 0.392*** 0.392*** 

户口特征 X13 1.355 1.278 1.278 

家庭特征 

家庭居住环境 X21 -4.304*** -4.501*** -4.501*** 

家庭用水依赖度 X22 0.157*** 0.139*** 0.139*** 

家庭信息化服务消费指数 X23 2.342
***
 2.406

***
 2.406

***
 

职业特征 

企业雇佣比例 X31 -0.200 -0.173 -0.173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职工占比 X32 0.473*** 0.553*** 0.553*** 

职业网络化程度 X33 0.378*** 0.428*** 0.428*** 

社区特征 

周围人参与治水比例 X41 -0.266** -0.288** -0.288** 

所在社区经济是否发达 X42 -0.351** -0.401** -0.401** 

社区治水信息传播方式 X43 0.434*** 0.532*** 0.532*** 

 Prob>F/Chi2 0.000*** 

 Pseudo R2 0.306 

 R2 0.526 0.632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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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检验值 26.089 - - 

 

注：**和***分别表示5%和 1%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表 6 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来看，社会公众特征仍能显著影响其参与“五水共治”的意愿。将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与基准

回归结果相对比，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一致，说明该模型基准回归的结果稳健可靠，公众的个人特征、家

庭特征、职业特征及所在社区特征确实能显著影响参与“五水共治”的意愿。此外，在考虑潜在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研究结论仍

然具有稳健性和可信性。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浙江“五水共治”的智慧治水项目已显现出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它不仅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确保了水质、

水量以及供水安全，而且还为社会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水务市场，有力促进了我国智慧水务建设的快速发展。本研究通过建立多元

Logistic 模型实证分析了公众参与“五水共治”智慧治水项目的意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智慧治水背景下的公众参

与效果比起传统的非智慧条件的参与意愿在普遍提高，且在智慧治水建设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方式和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智慧合

作渠道还有很大的潜力，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社会公众文化程度越高，其参与意愿越强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众使用信息平台的频率越高，表明对信息化

平台的支持率越高，接收水务信息的概率也就越高，也更愿意参与智慧治水活动。户口虽然也是影响公众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效果均不显著。智慧治水项目中公众参与意愿与参与行为存在着明显差别，这还需要在全国百姓中进一步进行推广和宣传，促

进水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意愿的快速转化。 

(2)家庭居住环境越差，公众参与治水的意愿反而越强烈，反之亦反；家庭用水依赖度和家庭用水质量对公众参与水环境治

理的影响成正比，家庭信息化服务消费指数对智慧治水信息的接收效率和速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会公

众的参与行为。通过公众熟练掌握使用智慧治水信息平台的应用，不仅能够有效地参与治水监督和管理，还能够促进各类智慧治

水项目的普及与推广。 

(3)浙江互联网发展较为迅速，其工作环境大都与互联网相关，职业的网络化程度进一步推动了公众参与智慧治水的未来发

展。企业人员雇佣比例及自由职业者、创业者等职业分类对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及水务行业

工作人员成为我国主动参与智慧治水的主要社会力量。 

(4)社区周围人参与比例越高，该个体参与意愿反而越弱，出现“搭便车”行为。社区经济越发达，智慧治水的多元主体参

与水环境治理的意愿越高，合作治理的效果越明显。社区治水信息传播方式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较大。 

3.2 建议 

基于此，研究提出智慧治水公众参与协同创新治理模式及其政策建议： 

(1)积极宣传智慧治水文化的重要性，加强社会治水的监督和管理。水污染治理的主体并非在于政府及公务人员，更应落实

到居民或公众。一方面政府可以借助媒体及智慧平台，对各行业从业人员有效宣传智慧治水及其文化理念，提高公众参与治水的



 

 12 

认知度，完善社会协同管理，促使企业环保竞争机制的实现；另一方面，机关单位领导及职员应广泛带动家庭成员对于智慧治水

的参与，企业高层、行业领导等也应付诸带头行动，带动行业内成员在工作甚至生活中积极参与智慧治水。 

(2)努力挖掘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途径，扩大智慧治水平台的建设与应用。对于高档小区应当加强智慧治水宣传力度从而

着力提高社会公共安全意识，同时广泛开展公众听证制度和数据共享机制，保障各家庭及民众有效参与治水的权益，还可以设立

奖金、荣誉奖章等激励措施，提高公众参与智慧治水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3)开发和设计智慧治水市场嵌入机制，保障公众参与治水的公平性。针对公众参与中出现的“搭便车”行为，一方面结合

市场机制的有效嵌入，通过税收或水价优惠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使得每个受益者能为自己所享受到的服务付出代价，另一方面

需要政府建立相应的市场规则，通过阶梯性缴纳水费和污水排放费用等数据的披露方式，保障社会利益主体参与的公平性。 

(4)智慧治水平台的完善及水务数据的及时发布。政府要对公众使用电子设备等智慧平台的渠道和方式进行正确引导，提高

社会对智慧治水的关注程度，有效保证公众参与监督和管理，同时还要运用互联网技术或智慧平台等传播渠道，确保企业供水用

水信息的发布及时、有效和真实，让全民参与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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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五水共治”是在浙江经济信息化发展时代背景下,对水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的“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

五项治水任务;它不仅涉及智慧技术的研发及水务信息化方式的推广,还更多的涉及到人类参与和保护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